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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与和谐主义

一种基于和谐主义的巴西文明解读，其架构以“生命之树”（和谐的架构）为核心：Dharma 居中，十一根支柱——生态、健康、亲缘、管理、金融、治理、国防、教育、科技、传播、文化——共同构成诊断与复兴的结构框架。另见：和谐的架构, 和谐实在论, 灵魂的五种图景, 萨满教与和谐主义, 宗教与和谐主义, 精神危机, 西方的空心化, 自由主义与调和主义, 全球主义精英, 金融架构.




皮多拉马

这片土地在被命名为殖民地之前，早已拥有自己的名字。皮多拉马——在1500年葡萄牙人抵达时，沿海居民所说的图皮-瓜拉尼语中意为“棕榈之地”——蕴含着原住民对自身的认知： 这片有人居住的土地以生长其上的植物命名，人类社群位于森林之中，而非与之对立。巴西（Brasil）这个名字出现得较晚，源自pau-brasil（巴西红木），这种红色染料木的开采曾是殖民地最初的经济目的。这个国家被命名了两次， 而这种双重命名本身即构成结构性数据。前殖民时期的名称指涉宇宙论基底；殖民时期的名称则指涉覆盖其上的榨取逻辑。五个世纪后，这两个名称仍在并行运作，二者之间未解的关联，正是巴西尚未解答的文明命题的一种体现。

1500年葡萄牙人所遇见的各族群 ——图皮南巴人、瓜拉尼人以及内陆数百个部族——所秉持的宇宙观，与阿德里安·斯塔尔（和谐主义）在教义层面阐述的观点相互呼应：森林是活生生的存在而非资源，人类社群是关系生态中的一环，可见的物质世界则是通过特定感知方式所触及的多维现实之表层。随后的殖民化进程试图覆盖这一基底，虽取得实质性进展却从未彻底成功。被强行跨过三个 ——超过四百万人，这是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最大的单一目的地——带来了他们自己的宇宙观图景，主要是约鲁巴、 班图和丰等——这些体系在结构上抵御了殖民同化的侵蚀，并在巴西的土壤中深深扎根。葡萄牙人则携带着带有特定伊比利亚-巴洛克风格的天主教神秘主义传统。当1888年废奴运动到来时，巴西已然成为——尽管没有任何一方有意为之——现代文明中三种鲜活宇宙学图谱交汇最密集的交汇点。

巴西并非热带地区一个派生的欧洲前哨；它自成一种文明秩序，在其基底层面承载着与和谐主义（Harmonist）学说的交汇，而这种交汇尚未被其主流自我认知所整合。通过“巴西的结构性图景”（和谐的架构）——以“巴西的结构性图景”（）为核心，以构成分析框架的十一根支柱——来解读巴西，既指明了基底所承载的内容，揭示了结构性安排对其产生的影响，同时也勾勒出依托巴西自身资源的复苏之路。





鲜活的基底

前五项认知阐明了巴西在结构层面所保存的内容。下文将描述基底在真正鲜活的层面上呈现的样态；在每种情况下，文化声望的表层都与结构性病理并存，而表层往往掩盖了这些病理，任何诚实的解读都必须将这两个层面结合起来。

亚马逊原住民的世界观作为鲜活的哲学。 亚马逊盆地的各族人民——亚诺马米人、卡亚波人、阿沙宁卡人、胡尼库因人、克雷纳克人以及许多其他族群——所承载的宇宙观，并未被人类学“信仰体系”的框架所驯化。亚诺马米萨满兼政治领袖达维·科佩纳瓦在《A Queda do Céu》（《坠落的天空》，2010年）中阐明了亚诺马米知识的结构： xapiri（森林精灵）是通过yãkoana鼻烟所促成的漫长萨满学徒期所感知到的能动现实；天空是一种结构，人类的疏忽大意可能导致其坍塌；白人世界则是一个失控的生产体系，森林民族正因身处其外，才得以对其进行诊断。 艾尔顿·克雷纳克在《推迟世界末日的想法》（2019年）中，将“人类”本身称为一种殖民虚构，这种虚构将人类从河流、山脉和祖先那里割裂开来。 爱德华多·维维罗斯·德·卡斯特罗在《食人族形而上学》中阐述了“多自然视角主义”，这种亚马逊思想将不同存在视为占据着不同的“自然”，同时共享同一“文化”，从而颠覆了现代西方“一种自然、多种文化”的假设。诚实的说明：目前尚存305个土著民族和274种语言，但其根基正遭受持续侵蚀。土地划界尚未完成；在亚诺马米领地上的非法采矿 （garimpo）在亚诺马米领地上的活动，在2019–2022年博索纳罗政府执政期间愈演愈烈，已造成有据可查的人道主义崩溃——联邦政府2023年的紧急报告将其定性为“种族灭绝”。宇宙观依然鲜活；而承载这些宇宙观的族群处境却岌岌可危。

非洲裔巴西宗教作为鲜活的非洲散居地图。 三个半世纪的非洲强制迁移，在巴西土地上催生了西非与中非宇宙观实践在非洲以外地区最密集的重构。康多姆布雷——这一源自约鲁巴文化的宗教体系，在巴伊亚的特雷罗（terreiros）中以最高形式传承着对奥里沙（约鲁巴语òrìṣà）的崇拜——通过伪装成天主教虔诚的手段，保存了一套完整的宇宙观架构： 奥洛杜马雷（至高原理）、贯穿万象的阿谢（生命之力）、作为自然与人类能力差异化力量的奥里沙，以及通过特雷罗（作为宇宙论-教育机构）中漫长的入门学徒期传承的祭司制度。奥索西之母斯泰拉（1925–2018），在萨尔瓦多的Ilê Axé Opô Afonjá担任伊亚洛里沙近四十年，是二十世纪末最具权威的公众传播者之一； 当代一代babalorixás和iyalorixás正延续着这一传承。翁班达（Umbanda）于二十世纪初形成体系，融合了约鲁巴orixá的架构与班图、巴西原住民、天主教及卡德西主义的元素；金班达（Quimbanda）则在其相邻领域内运作，拥有独特的规制。 “特雷罗”（terreiro）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场所”；它是一个入门式教育机构，其结构功能可与苏菲派的“扎维亚”（zawiya）或藏传佛教寺院相媲美。巴伊亚是“非洲-大西洋”的精神首都，若缺了它，世界宗教版图便无法准确描绘。必须坦诚指出： 信徒们面临着持续的攻击——五旬节派与福音派的敌意常升级为对terreiros的物理破坏，加上结构性种族主义、文化旅游的商品化，以及长达数十年、直至1976年才使康多姆布雷在巴西法律中不再被视为犯罪的长期压制。这一信仰基底的活力，与其持续抵御那些企图将其消灭的势力并存。

天主教的神秘-民间传统。 葡萄牙人带来了独特的伊比利亚-巴洛克天主教，其在巴西的演绎催生了世界基督教中最富特色的本土形式之一。 米纳斯吉拉斯州殖民时期的巴洛克圣像艺术——康戈尼亚斯的先知像、欧鲁普雷图的教堂内饰、萨尔瓦多圣弗朗西斯科教堂的金箔雕刻——既体现了天主教的教义，又展现了原住民与非洲文化交融的表达温度，这种狂喜的巴洛克风格达到了伊比利亚半岛本身从未企及的高度。民间天主教在梵蒂冈历法之外孕育出了自己的圣徒：西塞罗·罗曼·巴蒂斯塔神父（1844–1934），这位来自北茹阿泽罗的牧师虽被罗马教廷剥夺了教职，但塞尔唐地区民众从未质疑其精神权威，至今仍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年度朝圣活动之一的目的地。那些具有弥赛亚与千禧年色彩的起义——巴伊亚州的卡努杜斯起义（1893–1897， 遭联邦炮火摧毁）、康特萨多战争（1912–1916）——皆是文明的信号：农村人口所承载的融合了天主教、原住民与民间元素的宇宙观，是现代化共和国无法接纳的，因而选择予以消灭。二十世纪中叶催生了解放神学——莱昂纳多·博夫及其更广泛的拉丁美洲思潮——从教会内部阐明，基督的的福音与教会曾予以祝福的社会秩序在结构上根本不相容；梵蒂冈1985年对博夫的谴责标志着官方教会的选择。必须坦率指出：在过去四十年间，等级制天主教会已失去超过半数的巴西信众，这些信众流向了五旬节派-福音派运动，该运动目前约占人口的三分之一，预计二十年内将成为多数。五旬节主义不仅仅是宗教复兴；它也是一个捕获载体 ——它在政治上与保守派-繁荣福音派轴心结盟，在结构上敌视那些被其贴上“魔鬼”标签的非洲裔巴西人和原住民文化图景，并且正日益成为美国宗教政治输出在拉丁美洲运作的文化媒介。 昔日大众神秘主义天主教传统所承载的——对不公义的千禧年批判、对亡者的活生生的虔敬、与底层文化的融合——正被一种无法承载这些内涵的宗教形式所实质性取代。

巴西的自我诠释传统及其载体文学。 鲜有文明能孕育出如此连贯的自我诠释传统。塞尔吉奥·布阿尔克·德·霍兰达在《巴西的根》（1936）中提出了“亲切之人”这一概念——即以个人关系型气质取代非个人化公民结构的巴西人，其诊断性关键在于，“亲切”（cordial）一词源自cor （心）一词，其指代的并非温情，而是情感对制度形式的支配。吉尔伯托·弗雷雷的《大宅与奴隶棚》（1933）阐述了混血文明论，揭示了其特有的美德及其特有的（且弗雷雷在书中未充分指出的）暴力。卡约·普拉多二世的《当代巴西的形成》 （1942年）则解读了二者背后的结构性安排——面向欧洲需求的殖民经济，造就了一个其内部凝聚力必须反其道而行、而非基于任何本土逻辑来构建的社会。当代社会图景承载着右的文明诊断家奥拉沃·德·卡瓦略（1947–2022）——无论人们对其结论持何种态度，他的观点对博索纳罗一代都具有结构性的深远影响——以及建设性哲学家罗伯托·曼加贝拉·昂格，他在哈佛大学任教并参与巴西政府内部的替代性制度项目，其工作规模是当今鲜有哲学家能企及的。 文学领域蕴含着形而上学的深度：马查多·德·阿西斯的《布拉斯·库巴斯的身后回忆录》（1881）既是十九世纪最具普世性的心理小说之一，又具有无可争议的巴西特色；若昂·吉马良斯·罗萨的《大塞尔唐：小径》（1956）是一部小说形式的世界观文本，其语言创新可与任何现代主义同行媲美； 克拉丽丝·利斯佩克托的《G.H.的激情》（1964）是一部哲学神秘主义作品，其主题在于与赤裸存在本身的相遇；而“绳诗”（cordel）这种通俗文学则以印刷传单的形式，将“塞尔塔奥”传统传承了一个多世纪。 必须坦诚指出：这一传统主要在知识阶层内部运作，除部分通过解放神学及某些音乐浪潮外，尚未催生出能够将分析转化为政治行动的民众意识。巴西人深知巴西的本质；而这种认知，却未能实质性地撼动既有的社会结构。

音乐、体育与身体化的文化智慧。 巴西文明承载着世界文化中最为密集的音乐与身体化智慧。桑巴（二十世纪初在里约热内卢由巴伊亚州的samba de roda及非洲-巴西音乐宗教复合体结晶而成）、新波萨诺瓦（二十世纪五1950年代末期将桑巴的节奏基底与酷爵士和声相融合的产物）、热带主义（1960年代末期在军事独裁统治下诞生并反抗其压迫的前卫融合流派）、巴西流行音乐（MPB），以及各地方传统（福罗、弗雷沃、马拉卡图、阿谢音乐、里约放克），每一种都承载着以独特形式呈现的哲学内涵，这种形式在其他地方绝无仅有。 巴萨诺瓦在两分钟的歌曲中编码了一整套关于和声与时间微妙性的本体论；热带主义则证明，吸收北大西洋音乐形式可以是一种主权行为，而非殖民姿态。卡波耶拉由殖民时期巴西的非洲奴隶发展而来，将武术纪律、舞蹈、音乐和仪式融为一种连续的实践——“罗达”是两名选手展现“金加”的场域， 这是一种“无冲突的对抗”的具身哲学，其结构上的同源可追溯至合气道与太极拳。足球是一种文明语言；巴西足球在其巅峰时期（“美丽足球”传统、1982年世界杯的中场表现、“科林蒂安民主”运动）阐释了在约束条件下创造性运动的独特内涵。 作为严肃的“桑巴学校”形式的Carnaval，是世界文化中规模最大的纪律严明的集体艺术创作之一。 必须坦诚指出：这三者均已高度商业化，并与孕育它们的土壤割裂开来。当代的“里约放克”（funk carioca）在其生产经济条件下，既承载着真实的民间创造力，也遭受着实质性的贬损；足球的跨国商业化已将精英赛事与巴西本土脱钩；狂欢节的旅游产业化维度则取代了其源于街区和“特雷罗”（terreiro）的传统根基。这种智慧是真实的；但其延续的条件却日益充满变数。

这五点认识与“和谐主义”关于文明“Dharma”在活态中运作的学说形成了汇聚。 贯穿于每一项的限定性说明并非对这些汇合点的反驳；它们正是本文后续部分展开的诊断性记录。巴西在基质承受着内外持续压力的条件下，仍承载着真正的基质保存——那些被文化声望叙事所掩盖的结构性缺陷，被保存之物的持续侵蚀，以及任何诚实的解读都必须指出的表象背后的具体安排。





中心：Dharma


“美好生活”作为文明的终极目标

鲜有文明传统能像安第斯-亚马逊原住民的表述那样，如此直白地阐明这种契合原则——葡萄牙语巴西话语将其译为“bem viver”（克丘亚语：sumak kawsay；艾马拉语：suma qamaña；瓜拉尼语：teko porã）。这一短语既非环保口号，亦非“福祉”的直译。 它指代人类行为与关系性生态——森林、河流、祖先、未出生者、超人类共同体——之间在生活实践中的协调统一，在此生态中，人类生命仅是一个节点而非中心。安第斯地区的宪法项目（厄瓜多尔2008年、玻利维亚2009年）曾试图将bem viver转化为现代法律形式，其结果具有启发性且褒贬不一； 无论宪法命运如何，亚马逊与安第斯地区的源流传统仍在日常实践中延续着这一理念。“Bem viver”所指涉的，正是和谐主义在人类行为层面所阐释的“和谐主义”（Dharma）——即行动与内在和谐秩序的契合，这种契合是通过身体与社群的亲身实践来体验的，而非抽象的思辨。和谐主义的贡献在于阐明“Bem viver”所预设却未在该语汇中明确命名的宇宙秩序层面。

这种巴西式的“契合”现象学拥有其独特的亲身体验词汇体系。 “Cordialidade”——布阿尔克·德·霍兰达在某个层面所诊断出的概念，而更广泛的文化则在另一个层面践行这一概念——指代一种关系温度，其中对个人的关注以及相遇优先于交易的准则，构成了社会生活的默认质地。这种诊断的锋芒是真实的：“cordialidade”以个人关系替代制度关系，而当个人关系成为唯一可用的维度时，便会产生可预见的腐败。 其建设性的一面同样真实：在以与他人相遇为首要之事的文明中，人们能够触及制度化文明所丧失的团结形式。“Saudade”（一种无法不失真地翻译的词汇）指代着缺席之物的在场感，承载着一种时间与记忆的现象学，这与“mono no aware”在另一语境中所阐释的内涵相呼应。桑巴即兴演奏者的敏锐反应、卡波耶拉选手的*“金加”（ginga））、街头足球手对场面的洞察、以及“特雷罗”（terreiro）入门者在“奥里沙”（orixá）面前的姿态——这些都是不同实践中展现出的相同“注意力对齐”。将它们统合起来的巴西词汇是“jogo de cintura”——“腰部的游戏”，即一种生活化的能力，能够根据情境的实际呈现作出回应，而非拘泥于规则的预期。 这种现象在最佳状态下体现为身体层面的“Dharma”（灵动应对）；而在退化状态下，则会催生“jeitinho brasileiro”（绕过规则的小窍门），并带来可预见的系统性后果。



三种宇宙观，同一基底：宇宙秩序

巴西的土地上，以及在活跃的实践中，孕育着三种关于宇宙秩序的鲜活阐释，它们与和谐主义（Harmonist）学说的交汇，尚未被巴西主流的自我认知所整合。遵循将宇宙秩序与人类对该秩序的顺应区分开来的学术范式，每种阐释都在命名人类顺应之前，先在宇宙层面命名该秩序。

亚马逊原住民的图景构建，通过以下认知来阐释宇宙秩序：可见的物质世界是多维现实的表层，而现实的其他维度承载着智慧、意图及关系性义务。在亚诺马米人中， “xapiri”（虽可勉强译为“灵体”或“影像”）是森林宇宙秩序运作的能动存在；在yãkoana（萨满）指导下的漫长学徒期，则是将感知有条不紊地向本体论上先于显现之物敞开的过程。 在胡尼库因人中，nixi pae（ayahuasca）仪式是使受训者得以接触宇宙秩序的教学工具；miração则是对“存在之物”的纪律性领悟。亚诺马米人的观点认为，当人类行为切断维系宇宙秩序的关系时，天空便会坠落，这并非比喻，而是结构性宇宙论。Bem viver（善生）一词指代人类与这一秩序的契合。 “和谐主义”（和谐主义）同时解读这两个层面——将宇宙秩序视为亚马逊地区对“宇宙秩序”（和谐实在论）的阐释，并将“善生”（bem viver）视为人类行为层面上的“善生”（Dharma）。

源自约鲁巴文化的非洲-巴西地图学体系，通过“阿谢”（axé）——即贯穿万物显现的内在生命力——以及作为“阿谢”差异化化身的“奥里沙”（orixás），来阐释宇宙秩序。 Axé在宇宙秩序层面运作，其概念与Logos同源：这一原则的运动是现实固有的和谐秩序，先于任何仪式或人类行为。orixás则是axé得以被感知与具现化的结构化形式。Olódùmarè指代至高原则——并非作为人格，而是作为axé的源头。在人类契合层面，不同传承体系的称谓各异： 约鲁巴语中的iwa pẹlẹ（良性品格），巴西康多姆布雷（Candomblé）入门修行的fundamento，即不失真地接纳orixá的修习能力。 和谐主义（和谐主义）兼顾二者：将axé视为约鲁巴人对宇宙秩序层面Logos的阐释，同时将terreiro入门者所修习的品行视为人类层面的Dharma。

天主教的神秘-民间图景通过“宇宙秩序”（Logos）本身来阐释宇宙秩序——这一术语源自基督教神学中的希腊语底层，而巴西天主教的民间传统比欧洲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更清晰地保留了这一认知， 比欧洲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更为清晰地认识到：万物是由一种本质为和谐的活生生的智慧所秩序化的。米纳斯吉拉斯州的巴洛克圣像艺术是其可见的表达；民间的敬礼生活——家中供奉着Nossa Senhora Aparecida、 西塞罗神父以及祖先照片并列的家庭祭坛——则在未以教义之名明言的情况下，践行着这一认知。巴西的民间形式，包括将天主教圣人与奥里萨神（伊曼贾与无染原罪圣母、奥克西与圣塞巴斯蒂安、 奥苏姆与无染原罪圣母的对应），这种民间形式所体现的认知是：人们在不同名称下见证的是同一宇宙秩序，而非在协商相互竞争的宇宙观。制度化的教会常将此误读为混合信仰的混乱；而信徒们则将其视为一种认知，即教会机构一直难以言表的认知。

正如在任何文明中一样，真实基底与政治挪用之间的区别在此同样适用。土著宇宙观不属于任何掠夺性产业的“原住民主题”ESG战略；terreiros（圣地）也不属于任何旅游经济所宣扬的“异域风情的巴伊亚”； 大众天主教传统亦非任何将“阿帕雷西达圣母”作为旗帜的保守政治动员的私有物。真正的根基，正是帕杰、 “伊亚洛里沙”（iyalorixá）以及朱阿泽罗（Juazeiro）的“罗梅罗”（romeiro）所承载的。将这三者统统贴上“邪恶”标签的五旬节派-福音派运动，是当今宗教-宇宙论领域最重大的竞争者，而“和谐主义”（和谐主义）对这场角逐的解读，既不带对本质的浪漫主义情怀，也不对将本质斥为“魔鬼行径”的压制行为抱有同情。



灵魂图谱：三种图景、碎片化与整合

在各大文明中，巴西独具一格，因为它同一片土地上同时存在着三种活跃的、具有制度和生活实体的“世界图景”（五幅地图）。萨满图景在亚马逊原住民的血脉中依然鲜活，其入门传承从未中断。 希腊-亚伯拉罕系图谱则通过悠久的天主教神秘主义传统，以及在巴西土地上运作了四个世纪的默观修会——方济各会、加尔默罗会、本笃会——得以呈现。源自约鲁巴文化的非洲-巴西图谱——这一西非群体的移植与重构传承——承载着对人的阐释，阐述了axé与个体orí （头颅、命运）之间的关系，以及对行为的严苛修习，这些都与和谐主义在教义层面所阐述的内容相契合。其在巴西的演绎是该体系中最为成熟的当代形式之一。

其结构性特征是碎片化。这三种图景虽并存，但主流的巴西自我却未能将任何一种纳入其中。受过教育的巴西人通常对这三者均缺乏深度了解——亚马逊宇宙观被视为民族志奇观，非裔巴西传统被视为民间传说或福音派谴责的对象，天主教神秘主义传统则被视为制度产物或大众感伤。这三者存在于彼此相邻的隔间之中，而非作为相互融合的见证。这并非教义不相容的问题 （三者间的交汇远比表层词汇所暗示的更为深远），而是文明自我认知的问题：巴西尚未向自身阐明其承载的内涵。

“和谐主义”在灵魂层面为巴西提供的，正是这种阐释，它使这三种图景能够相互通读，并作为统一的见证呈现在受过教育的巴西公众面前。三者皆无需放弃其特有的传承；每一种都获得这样的认可：其所传承的内容既与其他二者的传承相交汇，也与“和谐主义”在教义层面所阐释的内容相契合。这种整合并非合成（那将稀释各自的特质），而是相互认可。 对于在上述三者中均存在结构性认知缺失的受过教育的巴西人而言，其承载的遗产若能实现整合，将重塑文明的自我认知——而这种缺失正是下文《当代诊断》所指出的政治两极化现象的直接诱因之一。灵魂的五种图景阐释了结构逻辑；萨满教与和谐主义深入探讨了亚马逊维度；宗教与和谐主义则阐明了在所有五种图景中，耕作与直接体悟之间的关系。






1. 生态学

巴西境内约占亚马逊盆地总面积的60%——这片世界最大的连片热带雨林、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保护区、也是最大的单一陆地碳汇，总面积约达400万平方公里。塞拉多稀树草原是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稀树草原，也是受威胁最严重的生物群系之一；大西洋森林的面积已缩减至殖民前规模的约12%；潘塔纳尔湿地、卡廷加干旱区以及南部草原共同构成了一个具有全球生态意义的马赛克图景。 亚马逊作为地球基础设施的水文功能——滋养南半球农业的“空中河流”、碳循环作用以及对大气环流的调节——具有结构性意义。亚马逊发生什么，地球气候系统便随之受影响。

当代生态断裂已十分严重。 横跨帕拉州、马托格罗索州、朗多尼亚州和阿克里州的“森林砍伐弧”已为养牛、大豆种植和非法采伐清除了超过20%的原始亚马逊植被覆盖。2019至2022年的博索纳罗政府通过系统性削弱环境执法机构（IBAMA、ICMBio）、 撤销原住民领地保护措施、鼓励非法garimpo采矿，以及在总统层面通过言辞为边疆资源开采逻辑提供正当性。自2023年1月卢拉政府上台以来，通过重启执法、划定原住民领地，以及宣布贝伦市将主办2025年11月的COP30，已大幅降低了破坏率；这种恢复是真实但不完整的。 结构性驱动因素——全球牛肉和大豆需求（巴西是这两类产品的全球最大出口国，其中大部分大豆用于喂养中国牲畜）、流入国际市场的非法采金——其规模之大，仅靠政治管理无法扭转。塞拉多地区的森林砍伐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大西洋雨林残存的零星片段亟待积极恢复；大型水坝项目 （其中辛古河上的贝洛蒙特水电站最具争议）已引发连锁的生态与原住民影响，其影响范围远超其水力发电量。

巴西仍保有可资恢复的坚实基础。根据所有可量化的指标，原住民领地是巴西境内最有效的森林保护机构——划定原住民领地内的森林砍伐率仅为相邻未受保护森林的零头。 基隆博拉（quilombola）领地在较小范围内也产生了类似的效果。传统的里贝里尼奥（ribeirinho）居民掌握着关于瓦尔泽亚（várzea）洪泛平原的详细生态知识。某些原住民和卡博克洛（caboclo）社区的农林复合经营传统表明，当实践者是综合传统文化的传承者，而非开垦牧场单一栽培的推行者时，集约化粮食生产与森林保护是可以兼容的。恢复的方向在于对这些基础的结构性支持——完成划界、持续执法、 大规模制度化的农林复合经营，以及承认原住民和基隆博拉群体是其数百年间事实上一直在守护的地球基础设施的实际守护者——同时需配合对全球市场持续奖励的出口大宗商品逻辑进行结构性改革。





2. 健康

巴西的传统食品体系承载着世界上最被低估的综合饮食文化之一。“豆饭”（feijão com arroz）——巴西日常餐桌的基础——是一种完整蛋白质的组合，其传统烹饪方式奠定了比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同类饮食更优越的膳食基础。莫克卡（moqueca）、巴伊亚州的瓦塔帕（vatapá）、米纳斯吉拉斯州的图图（tutu）、南部的查拉斯科（churrasco）、 亚马逊地区的tacacá以及açaí的采收——每一项都是整合型饮食传统在各地区的具体体现。发酵食品（queijo Minas、jabá盐渍牛肉、北部各地区的水果发酵制品）为人群带来了显著的微生物组多样性。传统饮食与“三宝架构”（在山之魂中进行了结构性探讨） 所命名的“营养培育”（Jing）：长时间烹煮的富含胶原蛋白的菜肴、高密度的发酵食品、慢节奏的饮食方式、以及家庭餐桌上的共餐。

除了饮食之外，巴西还在“单一卫生系统”（Sistema Único de Saúde, SUS） ——该体系于1988年宪法中确立，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公共卫生系统之一，服务人口超过2.15亿；Estratégia Saúde da Família（家庭健康战略）在社区层面部署基层卫生工作者，每月走访辖区内每户家庭。传统的raizeiros、benzedeiras和parteiras与正规体系并行，在民间医疗领域开展工作。 卡波耶拉（capoeira）、足球（futebol）和海滩（praia）文化为民众提供了大规模的肢体运动；狂欢节（carnaval）和节日（festa）日历则带来周期性的社会活力释放，而这种活力在日益原子化的工业化社会中已大多丧失。

当代社会正面临多重变异。过去二十年间，超加工食品的消费已取代了传统饮食——巴西的消费水平（NOVA第四类）位居发展中国家之首，随之而来的肥胖、2型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问题也如预期般蔓延。随着人口健康转型加剧其负担，巴西国家卫生系统（SUS）面临着长期资金不足的困境。 虫媒病毒疫情（登革热、寨卡病毒、基孔肯雅热）以日益加剧的频率反复爆发。心理健康指标持续恶化； 贫民窟居民面临医疗基础设施结构性匮乏的困境。2020–2022年的疫情暴露了这一问题——巴西的人均死亡率位居世界前列，博索纳罗政府在联邦层面的应对措施实质上阻碍了SUS本应采取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

复苏的方向在于：积极捍卫SUS，抵御将其拆解为美国式私营保险模式的私有化压力；在制度层面承认，超加工食品的泛滥已构成公共卫生紧急事件，需要食品政策、城市规划、 学校供餐及贸易安排等领域的协同行动；对现存传统医疗知识持有者的结构性支持，包括在“圣达伊梅”（Santo Daime）和“植物联盟”（União do Vegetal）传承中对ayahuasca的规范化仪式性使用。基础已然存在；而激活它的政治经济条件仍存争议。





3. 亲属关系

巴西的大家庭结构（família）是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中最完好的关系基底之一。与大多数中高收入经济体相比，多代同堂的家庭在巴西仍更为普遍。 “教父/教母”（padrinho/madrinha）制度作为一种结构性的亲属关系延伸而运作。周日的家庭午餐、churrasco（烤肉）聚会，以及在亲属网络中穿梭的生日与宗教节日活动，定期重演着这种关系基础。“教兄弟”（compadrio）， 教子（afilhados）以及更广泛的亲属义务，共同维系着一种制度架构，而其欧洲同类制度早已严重衰落。

贫民窟生态系统值得专门探讨。约20%的巴西城市人口居住在非正规定居点，而主流的外部叙事——将贫民窟视为城市化失败的产物——从根本上误读了其结构性特征。尽管存在物质匮乏、毒品交易及警察暴力等风险， 贫民窟还孕育着密集的互助网络、社区经济融合、跨代亲属维系以及文化生产（桑巴学校、funk运动、卡波耶拉rodas），而这些正是正规中产阶级社区大多已丧失的特质。贫民窟并非通过强制搬迁就能根除的问题； 它是一种社会状态，其结构性不公需要结构性纠正，其整合的关系基底蕴含着真正的文明价值。毒品走私腐败（在“治理”章节中讨论）在近几十年里使某些贫民窟状况恶化；但这种基底是真实存在的，且正承受着持续的压力。

当代的扭曲现象体现在两个层面。 五旬节派与福音派的扩张（目前约占人口的三分之一，预计二十年内将成为多数）已将巴西的家庭结构大幅重塑为美式核心家庭模式：以父权制夫妇为家庭中心，淡化大家庭关系而强调“教会与直系家庭”单元，并借助“繁荣福音”将经济个人主义重新定义为宗教义务。这一趋势虽占主导但非普遍 ——部分五旬节派社区仍维持着真正的整合型亲属关系——但发展轨迹是一致的。中产阶级城市公寓建筑、单人家庭比例的上升、生育率的下降（约1.6且持续走低），以及晚期现代关系原子化西方的空心化在结构层面所体现的特征，在巴西虽带有国情特有的变体，但总体方向一致。

复苏的方向在于明确的文明政策层面的认知：即整合型亲属关系基底是应当捍卫的结构性资产，而非需要通过现代化进程予以消除的残余；通过住房政策、城市规划、学校结构及工作安排，对多代同堂家庭、贫民窟关系网络、“教父”（padrinho）制度以及扩展亲属文化提供制度性支持。这一基底客观存在；而发展轨迹却与其背道而驰。





4. 守护

巴西的传统手工艺传统，正活跃于那些尚未被同质化现代化彻底抹去的区域性社会基底之上。 米纳斯吉拉斯州的银器与石雕、伯南布哥州科尔德尔文学中的xilogravura（木刻）、亚马逊地区的独木舟建造（每个河流系统都有其独特变体）、巴伊亚州的acarajé街头小贩传统及其售卖者“baianas de acarajé”（已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东北沿海地区的蕾丝编织、塞尔塔奥地区牛仔的皮具工艺、桑巴学校（每年涉及数千名工匠）的狂欢节服饰制作——每一项都承载着制作者与材料之间的结构性关系，这种关系在任何真正的工艺文明中都以某种形式存在。

工业规模的生产基础曾十分雄厚，但在两代人的时间里逐渐被掏空。二十世纪中叶，在“发展主义”路径下由国家主导的工业发展，建立了真正的国内钢铁（Companhia Siderúrgica Nacional、Usiminas、 Gerdau）、航空航天（Embraer）、汽车装配、资本货物及化工等领域的真正本土产能。20世纪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大幅开放了经济，并导致了可预见的去工业化。卢拉和迪尔玛执政时期曾尝试部分再工业化，但成效参差不齐。 当代巴西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已回归殖民时期的模式：依靠初级商品出口（通过淡水河谷出口铁矿石，以及大豆、牛肉、通过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出口石油、咖啡、糖）来为制成品进口提供资金。最深层的结构性问题在于，当前的政治经济体系对大宗商品出口路径的回报，比对国内工业化路径的回报更为可靠。

手工艺基础状况也呈现出这一普遍趋势。手工艺人（artesão）群体正在老龄化，却缺乏足够的学徒接班人；文化声望已转向以学历为标志的符号性工作；廉价进口替代品已取代了地区手工艺经济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少数真正幸存的案例更多是作为文化特例存在，而非其所在地区的核心经济模式。

复苏方向在基础层面和工业层面作为同一项目运作： 在制度层面，支持与证书导向教育体系相区别的、长周期手工艺传承；在结构层面，通过特定采购机制及设计教育融合来支持区域手工艺经济，同时认识到仅靠旅游经济无法维系严肃的工艺传承；在产业层面，将生产能力实质性地重新调整至更深层的“发展主义” 逻辑——即国内增值、技术能力建设与本土研究基础的融合，并拒绝全球市场当前所推崇的金融化与资源榨取路径。





5. 治理

巴西的治理体系展现了世界上最具启示性的结构性特征之一，而标准叙事——即1985年转型后充满活力的民主，以及中间偏左与中间偏右阵营之间的正常更迭——未能读懂选举表象背后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

1985年后民主时期所继承的基底蕴含着真正的资源：1988年《公民宪法》所体现的深层愿景； 植根于地方的“基隆博拉”及原住民领地治理传统； 经济自我组织的“合作社”传统；发展主义时期建立的实质性联邦行政能力；以及源自巴西自我阐释传统（布阿尔克·德·霍兰达、卡约·普拉多二世、曼加贝拉·昂格、解放神学家）的内在批判资源——只要政治语境允许，这些资源便能发挥作用。

当代的张力横跨于“巴西民主”这一文化声望表象所遮蔽的各个层面。 自2018年以来卢拉与博索纳罗之间的两极分化，并非深层根源，而是一个未解决的文明命题的表征——巴西究竟是什么，它向谁负责？工党承袭了发展主义与再分配的传统，并取得了实质性成就 （“家庭补助金”计划、原住民领地保护、减贫）与实质性失败（2005年“月薪门”丑闻、巴西国家石油公司腐败网络、2016年罗塞夫弹劾案——工党视其为议会政变，而反对派则视为宪法程序）。博索纳罗现象（2018–2022）汇聚了福音派政治动员、军方阶层复辟、农业企业与边疆利益，以及奥拉维斯塔式的文明诊断话语，催生出一个实质上致力于加速资源开采、拆解环境保护体系，并在总统层面为威权主义话语提供修辞性正当化的政府。 2023年1月8日的未遂暴动——即卢拉就职八天后，败选的博索纳罗支持者冲击三权广场——在结构上与美国的1月6日事件如出一辙：政治阶层未能履行其制度承诺，未能遏制他们曾部分煽动的民粹主义-威权主义运动。 1888年废奴但未进行土地归还所镌刻的结构性不平等至今仍未得到实质性解决；非洲裔巴西人多数群体与白人少数群体之间的种族、经济和空间鸿沟，其程度之深在其他任何大型民主国家中都未曾出现。 贩毒组织（里约的“红军”组织、起源于圣保罗如今已遍布全国的“第一资本党”，以及由现役和前警察组成的“民兵”准军事团体）已渗透进国家机构；主要城市中心的特定社区由贩毒组织而非正式国家权力机构所统治。 2018年，调查“民兵”组织活动的里约市议员玛丽埃尔·弗朗科遭暗杀，以及随后揭露的更广泛的“民兵”与政治势力之间的勾结，都说明了这种现象的严重程度。“洗车行动”（2014–2021）反腐败调查既是一项实质性的反腐败行动，也是一场实质性的针对主权的法律战——有选择性的泄密配合政治压力， 在高压环境下达成的“delação premiada”（认罪换减刑）协议，以及后来才披露的与美国司法部的检方协调——这些操作都精准地在2018年卢拉参选的关键时刻，配合民粹主义-威权主义反对派为其候选人扫清障碍。2021年最高法院裁定主审法官存在利益冲突， 以及随后对卢拉定罪的撤销，事后证实了“法律战”解读中的关键要素；实质性腐败与实质性法律战，实为同一现象在不同层面的体现。福音派议会阵线 ——约占众议院五分之一席位，奉行“繁荣福音”神学理念，实质上与美国宗教政治输出行动保持高度一致——已重塑了针对原住民及非洲裔巴西人宗教实践、堕胎、LGBT权利以及教育内容的立法格局。

复苏的方向并非引进被操控模板的强化版本。 而是实质性地重启上述基底中提到的本土资源，并辅以具体的结构性改革：完成宪法要求的原住民领地划界；改革警察和安全架构以应对腐败与暴力模式；通过“基隆博拉” 社区及更广泛的非洲裔巴西人运动所提出的具体方案，实质性解决1888年遗留的过渡问题；从其领土控制所需的深度层面解决“民兵”现象；改革导致“大联盟”式结构性腐败的竞选资金和政治协调体系。复苏的前提是政治阶层愿意推行其自身结构性立场所抵制的改革。





6. 金融

巴西的金融史堪称货币从属关系所致宏观经济成本的集中案例研究——殖民时期的黄金开采曾为十八世纪伊比利亚和英国的金融扩张提供资金；1980年代“失去的十年”债务危机；1990年代初年通胀率峰值超过1000%；1994年Plano Real 带来的稳定。每种格局都反映了同一个结构性问题：一个以初级商品出口为主的庞大经济体，其货币金融主权因融入全球金融架构的结构性条件而不断受到挑战。

当代格局则呈现出复杂态势。自“雷亚尔计划”以来，巴西雷亚尔汇率已实现显著稳定；中央银行展现出极高的技术运作能力；在1994年后的绝大多数时期内，通胀目标制将通胀率控制在可控范围内。博维斯帕（Bovespa）股票市场、主要银行 （Itaú、Bradesco、Banco do Brasil、Caixa Econômica Federal）以及BNDES开发银行共同构成了坚实的国内金融基础设施。2020年11月由巴西央行推出的Pix即时支付系统，是一项真实却未被充分认可的金融科技主权成就——该系统作为公共基础设施而非私有平台进行建设和运营，所有金融机构均被强制接入，个人用户可免费使用，上线四年内月交易量已超过40亿笔，并大幅重塑了巴西的支付格局，使其摆脱了其他国家普遍主导的信用卡网络。 该国金融科技行业具备真正的技术深度，且具备国际规模。

经济结构畸形严重。雷亚尔汇率持续波动，对资本流动冲击的脆弱性始终存在。公共债务大幅攀升；债务偿还额常年超过联邦预算中卫生、教育和基础设施三项支出的总和——这是一种从公共部门向金融食利阶层的结构性转移，历届政府均未能扭转这一局面。 资产管理行业的垄断（贝莱德、先锋、道富）已逐步将巴西主要上市企业的实质所有权纳入跨国架构；作为两大巨头及大宗商品出口的结构性工具，淡水河谷和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的运营日益受其支配。尽管1980至199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介入在形式上有所减弱， 但仍通过信用评级约束和资本流动敏感性，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结构性制约而持续存在。合作银行传统（Sicredi、Sicoob）的运营规模远低于其潜在水平。

复苏的方向在于：积极捍卫Pix类金融公共基础设施，抵御将其私有化或以损害主权为代价融入跨国体系的压力；对公共债务管理进行结构性改革，将租金转移重新导向生产性投资；在金砖国家框架内，通过制度支持推动合作银行及以家庭储蓄；在金砖国家框架内真诚寻求货币协调的替代方案，以切实扩大巴西的金融主权，而非用中国的条件取代美国的条件。复苏的基础存在于Pix之中，存在于Embraer和Petrobras这类国家企业（在尚存之处）的能力之中，也存在于中央银行和金融科技界的技术能力之中。





7. 国防

巴西的国防态势有别于较小文明所面临的帝国从属模式。它拥有强大的区域能力，并在很大程度上不受任何单一外国势力的战略指导，同时以标准解读未能精确定义的方式融入更广泛的跨国国防生态系统。

这一基础是切实存在的。巴西武装力量是南美洲两大领先的区域军事力量之一。巴西海军拥有发展中国家中能力较强的区域舰队之一，通过“Prosub”计划正在发展潜艇建造能力，并计划建造由巴西自主制造的核动力潜艇。空军根据技术转让协议，运营由巴西航空工业公司（Embraer）制造的KC-390 战术运输机，并根据技术转让协议运营萨博Gripen战机。陆军部署范围覆盖Amazonia Azul海上专属经济区及亚马逊河流域边境地区。Embraer——成立于1969年“发展型国家”时期，目前是全球第三大商用飞机制造商——代表着发展中国家罕见的大规模本土军工与航空航天产业能力；“超级图卡诺”轻型攻击机已出口至多个国家军队。Avibras和Imbel*则完善了这一军工复合体，在火炮、轻武器和导弹系统领域具备额外能力。

这种紧张态势体现在两个层面。与美国及欧洲系统的国防工业整合依然相当紧密；巴西航空工业公司（Embraer）1994年的部分私有化包含外资持股成分，而其旗下“巴西航空工业防务与安全”公司（Embraer Defense and Security）的运营已深度融入西方防务供应链。巴西武装部队曾参与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MINUSTAH，巴西于2004至2017年期间领导该任务，期间存在大量有据可查的争议），并融入更广泛的跨国防务协调架构。这种军工复合体的运作模式在巴西呈现出一种调和形态， 融入更广泛的跨国架构，而非完全独立运作。国内安全与亚马逊地区的问题最为具有诊断意义：非法garimpo采矿、非法伐木和毒品走私活动横行于广袤的领土上，而正规安全架构对此仅能零星应对。2019–2022年博索纳罗执政期间，环境和原住民领地执法力量遭到蓄意削弱；卢拉执政期间则通过“生物群落守护者行动”*重新激活了执法能力，但结构性挑战依然存在。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巴西是否有政治意愿，充分调动其现有实质性能力，打击在其主权领土上运作的资源开采网络。

复苏的方向在于：在金融化与资源开采的压力下，从结构上支持土著的军工与航空航天产业；针对在亚马逊地区及跨境运作的领土-开采网络；停止那些战略定位服务于跨国利益而非巴西主权利益的远征行动；从结构上承认，在巴西语境下，国防应以领土-生态基底为导向，而非指向超出巴西战略利益范围的地缘政治战场。该基底比大多数非大国文明更为坚实；但激活它的政治条件仍受到部分制约。





8. 教育

巴西的教育体系呈现出发展中国家中最具矛盾性的格局之一。联邦大学（圣保罗大学、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坎皮纳斯州立大学、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巴伊亚联邦大学、 UnB及其更广泛的网络）基本实行免费教育，其中多所大学在多个学科领域均达到国际研究水准。巴西高等教育产出了丰硕的科学成果，在热带医学、农业研究（EMBRAPA将塞拉多转化为高产农田是一项真正的科学技术成就）、航空航天、基础物理学以及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的人文与社会科学传统方面具有优势。 2003年的“配额”（平权）制度大幅扩大了非洲裔裔巴西人和土著居民进入精英联邦大学的机会。

这种结构性失衡在多个层面显现。相较于宪法承诺，公立中小学教育长期面临资金严重不足；教学质量因地区和阶级差异而存在巨大鸿沟；教育不平等与更广泛的社会不平等结构高度吻合。私立教育部门作为资源更为优越的平行体系运作，形成了cotas制度仅能部分弥补的结构性优势。 PISA评估显示，巴西的平均成绩远低于经合组织（OECD）标准。过去十年间，公立大学的资金持续紧缩，尤其是在博索纳罗政府对高等教育持言辞敌视的时期。现代教育体系逐渐取代的传统根基在多个层面发挥作用：尽管“特雷罗”（terreiro）启蒙教育传统所传承的内容极为深厚，但它与正规学校教育之间并未实现制度性融合；原住民知识的传承与正规教育始终处于紧张关系之中，后者往往将原住民青年从其社区所需的宇宙观与实践知识中拉离；“科德尔”（cordel）及更广泛的通俗文学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正规课程体系之外；手工艺、音乐和卡波耶拉（capoeira）的学徒传统，则在非正式经济领域中勉强维系。

复苏的方向在于将教育体系与土著及非洲裔巴西人的知识传统进行结构性整合，这些传统的机构（如“特雷罗”（terreiro）、“基隆博拉”（quilombola）知识网络、土著学校项目）具有深厚的教育内涵；在面对私有化——以及削减经费的压力；在正式文凭体系之外，对学徒制渠道提供结构性支持；依据“根基培育”而非“文凭优化”的逻辑，改革中小学教育。谐波教学法 和 教育的未来 阐述了这一结构框架。巴西的复兴根基确实存在；但激活它的政治经济条件仍不完善。





9. 科学与技术

巴西的科技格局既拥有发展中国家中较为扎实的基础，同时也存在当今世界最为突出的技术主权缺失之一。联邦大学的研究基地、EMBRAPA（该农业研究机构在过去四十年间通过热带农业转型重塑了巴西农学，堪称发展中国家最具影响力的应用科学成就之一）、INPE（空间研究机构）、 FioCruz（公共卫生研究机构）、CNPq和CAPES资助体系、Embraer的航空航天能力、 Petrobras在深水石油开采方面的技术能力（前盐层开发代表了真正的技术成就），以及庞大的金融科技行业，共同构成了坚实的基础。巴西在热带医学、植物生物学和海洋学领域的基礎研究成果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当前的技术主权状况尚不完备。巴西在前沿人工智能竞赛中基本缺席——国内人工智能研究在计算能力、资金规模及科研产出方面，与领先实验室（OpenAI、Anthropic、Google DeepMind、百度、 Alibaba、DeepSeek）在计算能力、资本规模及研究成果方面均相差数个数量级。半导体制造能力严重受限；在主要数字平台领域几乎不存在主权（谷歌、苹果、Meta、亚马逊运营着巴西日常数字生活的核心平台，国内几乎没有替代方案）； 巴西政府（GovBR）的数字身份基础设施正逐步融入更广泛的跨国数字身份架构，相关讨论详见 全球主义精英 和 金融架构。人才流失持续不断：过去二十年间，大批在巴西接受教育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已迁移至美国和欧洲的机构。Pix项目的成就堪称真正的反例：它构建并运营了一套主权技术金融基础设施，将其作为公共资产而非平台榨取工具。

复苏的方向在于：在私有化和削减资金的压力下，对本土科研基础提供结构性支持； 将科技努力实质性地重新调整为符合发展主义传统最深层基调的指引（即技术应服务于全民福祉和生态系统保护，而非取代它们）；无论美国或中国的战略立场如何，都拒绝监控转向；在更多领域（数字身份、公共卫生数据系统、教育平台基础设施）构建Pix级的主权数字公共基础设施。 更深层的问题——在 技术的终极目标 和 人工智能的本体论 中有深入探讨——在于人工智能的发展轨迹本身是否与巴西文明的本土特质相契合；而巴西尚未提出的问题是：追赶现有发展轨迹的框架是否是正确的战略姿态，抑或真正的技术主权需要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在当前的治理条件下，这一深层问题无法得到实质性的解决。





10. 传播

巴西的信息环境兼具全球最集中化的主流媒体架构与全球最具特色的社会媒体政治现象，而“充满活力的民主公共领域与多元化媒体”这一标准解读，未能洞察表象之下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

格洛博集团（由马里尼奥家族控制的媒体集团，旗下包括格洛博电视台、格洛博新闻、 《环球报》、Globoplay流媒体平台以及大量广播和数字资产）已主导巴西媒体逾五十年，其运营轨迹始于冷战时期在军政府协调下的运作，并延续至1985年后的民主时期。Rede Globo的电视收视份额始终位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单一电视网收视份额最集中的行列；《国家新闻》 晚间新闻对相当一部分民众而言，已成为巴西公民与宗教生活中的日常仪式；而telenovela（肥皂剧）传统则作为影响全民的文化塑造工具发挥着实质性作用。马里尼奥家族在为1964年军事政变和2016年罗塞夫弹劾案提供正当性方面的作用、各表面独立媒体平台间的编辑方针协调，以及与中间派右翼政治建制派的系统性结盟，这些现象在过去数十年间均有据可查；没有任何其他媒体经济主体能与《环球报》的规模相提并论。2018年的选举周期使巴西成为全球最典型的通过WhatsApp进行政治动员的案例之一： 大规模的封闭网络信息转发超越了传统媒体架构的应对能力，经证实的虚假信息流在博索纳罗联盟的动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WhatsApp的端到端加密技术使内容无法被公共领域监测。2022年的选举周期中，这种现象在Telegram、Twitter/X 以及更广泛的社交媒体架构中大幅扩张；2023年1月8日的未遂暴动主要就是通过这些渠道组织起来的。巴西的互联网文化催生了全球最密集的迷因经济之一，并产生了重大的政治文化影响——“巴西式”（brasiliano）网络俚语在正式媒体架构无法覆盖的层面上，作为重要的公共领域生产形式运作；卢拉和博索纳罗两大阵营都拥有强大的迷因协调能力。

巴西保留的底层文化基石包括：延续近两个世纪的悠久文学传统、cordel 通俗文学传统（数字时代的转型并未将其湮灭）， 在地方事务上往往拥有相当编辑自主权的地区报业网络，公共广播机构EBC和TV Brasil的基础设施（虽长期资金不足但机构存在），以及庞大的自由职业与另类新闻经济（Folha de S.Paulo和Estadão在Globo媒体集团垄断之下仍保持实质性的编辑独立性；*《Pública》和《The Intercept Brasil》（2019年率先披露了“洗车行动”法律战内幕）则具备真正的调查性新闻能力）。

复苏的方向在于：针对“Globo”级别的媒体垄断，提供结构性支持以促进媒体经济多元化；实质性捍卫自由职业与另类新闻业的根基； 在国家司法管辖权允许的范围内，针对数字平台垄断发起反垄断集体诉讼；对公共广播体系进行实质性投资；以及开展更广泛的公民教育工作，以当代信息环境所需的深度培养全民媒体素养。当前的信息环境实质上并非“传递信息”，而是“塑造”信息。





11. 文化

巴西文化在多媒体领域持续进行创造性生产的层面上，其运作模式是少数文明所能企及的。音乐传统（在“活的基底”中从结构上加以论述）承载着其他地方无法以相同形式呈现的哲学内涵；文学传统在近两个世纪里持续产出具有形而上学深度的严肃作品；视觉艺术传统（从巴洛克宗教艺术，到1922年的现代主义《现代艺术周》直至活跃于当代国际艺术圈的艺术家）则周期性地重构了全球美学范式；电影传统（20世纪60年代的新电影、贯穿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当代回归运动，以及活跃于国际舞台的特定导演）蕴含着深厚的艺术底蕴。

巴西文化生产的结构性特征在于其与大众文化-宗教底层的深度融合。与欧洲高雅文化在十九、二十世纪逐渐脱离大众底层不同，巴西高雅文化并未与之割裂；1922年的“现代主义”明确接纳了大众与原住民底层（如小说《马库奈马》及《食人族宣言》中 将欧洲形式“食人族式”地同化为巴西表达方式），而随后的“热带主义”一代则将这种对话延伸至流行音乐领域。卡波耶拉在其严肃形式中，作为对身体、注意力、伦理及仪式能力的综合修养，与印第安及中国图谱在结构层面所阐释的内容相呼应：“罗达”是两名选手展现“金加”的场域， “贝林巴乌”（berimbau）奠定节奏与音调的框架，“阿谢”（axé）则在仪式化的对抗中流转。将武术纪律、舞蹈、音乐与仪式融合为一种连续的实践，这本身即是哲学内涵。

当代的侵蚀是真实存在的。卡波耶拉、桑巴、candomblé音乐以及更广泛的文化传统中的传承谱系正因缺乏足够的学徒支持而日渐式微；商业文化出口逻辑日益取代了真正的传承；地方传统面临着城市化和全球化平台的标准压力。Lei Rouanet文化激励法案成效参差——既提供了可观的文化生产支持，同时也记录了商业利益集团利用文化政策工具，为非文化目的而进行的实质性侵蚀。

复兴的方向在于：对深层文化传承谱系提供区别于商业出口逻辑的结构性支持；将文化政策与教育政策实质性整合（当文化传统在结构上得到支持时，其传承在教育层面才具有生命力）；机构层面应认识到，将高雅文化生产与大众与宗教基底的融合是文明资产，其延续需主动捍卫而非被动期待。该基底真实存在且承受着持续压力；复苏应是综合性而非狭隘的文化政策。





当代诊断

巴西以独特形式展现了“和谐主义”对现代性更广泛的诊断所阐明的、在文明层面存在的结构性病理。自2018年以来主导巴西政坛的卢拉-博索纳罗两极对立，是更深层未解文明命题的表层症状——巴西究竟是什么，它向谁负责？工党及进步派联盟承载着发展主义-再分配-民主的传统，既有实质性成就，也有实质性；博索纳罗阵营则承载着福音派政治动员、军阀阶层复辟、农业企业与边疆利益，以及更广泛的民粹主义-威权主义倾向——这种倾向作为巴西特有的变体，映射出过去十年间许多国家所呈现的全球发展轨迹。这两个阵营均未解决这一结构性问题； 二者不过是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应。2023年1月8日的未遂暴动——在结构层面映照了美国两年前的经历——证实了巴西制度民主的表象之下，隐藏着政治阶层尚未消除的实质性民粹主义-威权主义潜能。

巴西特有的症状十分尖锐。1888年废奴但未予赔偿所镌刻的结构性不平等至今仍未得到实质性解决；非洲裔巴西人多数群体与白人少数群体之间的种族、经济、空间鸿沟，在其他大型经济体民主国家所不具备的层面上持续存在。毒品走私的侵蚀已实质性地渗透到国家机构的多个层面；主要城市中心的特定社区无法得到正式政府的有效治理；“民兵”现象在过去二十年间不断蔓延。关于“黑手党”（PCC）、“红色指挥部”（Comando Vermelho）以及更广泛的巴西犯罪网络架构如何在跨国生态系统中运作的结构性诊断——即由卡兰迪鲁和伊利亚格兰德监狱起源所凝结的“监狱-——这种病理在卡兰迪鲁和伊利亚格兰德监狱事件中已然显现；从巴西港口经西非通往欧洲的跨大陆可卡因走私规模可与墨西哥贩毒网络相媲美；以及“民兵组织-警察-国家”共生模式——这种模式在城市层面重现了其他国家在国家层面出现的“贩毒集团-国家”共生现象 ——这些现象在《犯罪网络》中得以呈现，并以萨尔瓦多案例作为对照，展示了当具备实施的政治意愿时，针对犯罪势力侵蚀主权的决策能取得何种成效。“洗车行动”既是一项实质性的反腐败进程，也是一场实质性的针对主权的法律战；这种双重性质是诊断性发现，而非矛盾。 五旬节派-福音派政治集团已成为巴西治理中最具影响力的新兴结构性力量之一，其与美国宗教政治输出运作存在实质性契合。面对牛肉和大豆出口带来的结构性驱动力，仅靠政治行政手段已无法扭转亚马逊雨林和塞拉多草原持续的大规模毁林局面。中产阶级及精英阶层在文化上与该国自身文明深度的原住民、非裔巴西人和平民天主教底层群体之间的疏离，是政治两极分化的直接诱因之一。针对这些深层病理的系统性分析详见：精神危机、西方的空心化、自由主义与调和主义 及 “人”的重新定义。

巴西特有的变体有三。其一是基质密度：巴西同一片土地上共存着三种活生生的宇宙观图景，为一个主要文明提供了异常丰富的复兴资源——而巴西主流的自我认知却未能深度整合其中任何一种。其二是政治经济上的模糊性：巴西处于“发展中国家-资源开采型”与“区域大国-实质能力型”两种定位的交界处；结构性安排将其拉向前者，而其根基却支撑着后者。未解决的文明规模：这个拥有世界第七或第八大人口、南美最大经济体、 拥有雄厚的地区大国实力，以及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文化文明底蕴——但其政治阶层尚未明确这种规模与深度所应承担的角色，导致巴西在两种选择间摇摆：一是以牺牲主权为代价融入美国主导的生态系统，二是融入金砖国家（BRICS）的多极生态系统，而后者的替代性主权特征需要比目前更深入的剖析。

巴西无法仅凭标准的进步主义再分配方案（该方案虽在未被其涵盖的结构性经济框架内取得实质性成就）来解决其政治、经济和生态危机，也无法通过保守主义传统方案（该方案目前充当着资源榨取加速的文化遮羞布，以及美国宗教政治输出整合的载体）来解决这些危机。复苏必须作用于结构性条件本身——未解决的1888年转型、与跨国榨取生态系统的整合、以及阻碍基底作为整体见证者运作的文化-文明碎片化——这需要超越巴西当前政治话语所处的标准左右派范畴之外的资源。





全球主义架构中的巴西

上文诊断出的国家特异性症状，发生在全球主义精英和金融架构等权威文章所系统论述的跨国生态系统之中。在金砖国家创始成员中，巴西在此生态系统中的特殊位置最具诊断意义：其国力足以在实质上摆脱任何单一外国势力的战略主导，同时通过特定结构机制实质性地融入美国主导的生态系统，并日益卷入中国主导的大宗商品出口路径的纠缠日益加深，并在二者之间摇摆不定，却尚未针对任何一方提出主权文明层面的替代方案。

具有战略模糊性的金砖国家创始成员。 巴西是“金砖四国”（BRIC）的创始成员（2006年，与俄罗斯、印度、中国共同发起；南非于2010年加入；2024年的扩员新增了伊朗、 埃及、埃塞俄比亚、阿联酋），也是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的创始成员。其战略姿态随政府更迭而摇摆： 工党政府曾推进多极化参与；博索纳罗时期则与华盛顿结盟，背离多极化轨道；卢拉第三任期在维持与美国及欧洲实质性关系的同时，重启了多极化参与。更深层的问题——巴西是否具备在多极架构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文明凝聚力，抑或仍是一个因内部问题未决而无法持续发挥战略能动性的巨人——尚未得到解答。

大宗商品出口的整合。 巴西在全球大宗商品生态系统中的结构性地位集中于关键节点。铁矿石（通过全球最大生产商淡水河谷）大量流向中国；大豆出口规模之大，已重塑了中国的粮食安全架构和巴西的土地利用模式；牛肉出口使巴西成为全球最大牛肉出口国；巴西国家石油公司以影响全球石油市场的规模开采深水前盐层石油资源；咖啡和糖则完善了大宗商品组合。每个节点都融入了跨国资产管理架构（贝莱德、先锋、道富在包括淡水河谷、巴西国家石油公司、伊塔乌和巴西航空工业公司在内的绝大多数巴西主要上市公司中持有大量股份）； 大宗商品出口型经济的实质所有权架构已逐步跨国化。

关于主办COP30的问题。 巴西将于2025年11月在帕拉州贝伦主办COP30——卢拉政府明确选择该地旨在聚焦亚马逊问题——这将成为检验巴西国家能否就其领土基底所面临的全球生态问题发挥实质性领导作用的试金石。主办本身虽是一项实质性成就，但驱动亚马逊雨林砍伐的结构性经济条件所涉及的规模，仅靠主办一事是无法解决的。 COP30能否产生实质性成果，取决于诸多实质上超出巴西单方面能力范围的因素。

已诊断出的结构性模糊性。巴西的全球融入机制通过以下途径运作：大宗商品出口依赖、资产管理集中、宗教政治结盟（以五旬节派-福音派阵营为主要载体），以及协调论坛整合（参与世界经济论坛、巴西进步派与保守派建制派人士均加入三边委员会、参与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及类似论坛）——且不涉及小国通常面临的帝国主权从属关系。 巴西本可发挥实质性的主权-文明能动性；但大宗商品出口的结构性安排以及未解决的内部文明问题，阻碍了这种能动性转化为持久的战略能力。 对这些机制的系统性探讨可见于全球主义精英和金融架构；巴西对生态系统层面分析的贡献在于：在政治阶层尚未提出文明替代方案的情况下，它证明了底层密度与实质性技术能力可以与损害主权的整合并存。





复苏之路

“和谐主义”为巴西提供的，是一个明确的理论框架，在此框架内，巴西自身的基质得以被解读为一种鲜活的文明，而非等待整合的碎片。这个框架并非外来之物；它是巴西本土所承载之物的阐释。

地图学的整合。 巴西孕育着三种鲜活的地图学——亚马逊原住民、源自非洲的巴西约鲁巴——这三套活生生的地图学体系，在同一片土地上并存且持续实践。它们无需被彼此同化；通过“和谐主义”的阐释，每一种体系都获得这样的认知：其所传递的内容，既与其他体系所传递的内容相汇合，也与“和谐主义”在理论层面所阐明的内容相契合。这种整合并非合成（那会稀释各自的特质），而是相互认可。“美好生活”（Bem viver）指代“轮回”（Wheel）所阐释的、与“和谐现实”（Logos）相契合的行为；“阿谢”（axé）*则指代“和谐现实主义”所阐释的“被所渗透的现实”；而大众天主教所认同的“万物由本质为和谐的生机智慧所秩序化”这一观点，亦指向相同的认知。这三者可被解读为同一见证——这是当代巴西主流自我认知尚未承担的核心文明任务。

1888年未被正视的转型。 任何巴西复兴若不直面1888年“废奴却未予补偿”的历史，便无法深入根基。当代的不平等结构、种族-经济-空间格局、未完成的基隆博拉（quilombola）土地划界，以及再现更广泛模式的教育不平等——这些皆源于一场解放运动的下游影响，该运动实质上将前奴隶群体置于旨在维持casa-grande/senzala等级制度的劳动力市场之中。 “基隆博拉”及更广泛的非洲裔巴西人运动已明确了赔偿措施应包含的内容；但实质性实施的政治条件仍不完善。“复兴”取决于巴西政治能力能否承担1888年所要求的任务——这需要结构性的变革，而非象征性的举措。

除了地图上的整合和1888年的转型之外，四项主权复兴举措指明了后现代畸变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金融主权：通过积极捍卫Pix类金融公共基础设施；对公共债务管理进行结构性改革，将租金转移导向生产性投资；为合作银行及以家庭储蓄为中心的金融体系提供制度支持； 在金砖国家框架内实质性探索货币协调的替代方案，以真正拓展巴西的金融主权，而非用一种依赖形式取代另一种。发展主义传统所认定的“真正的国家能力不可外包”这一理念，正是本土的资源。国防主权，通过结构性支持Embraer级本土军工与航空航天产业，以抵御可能导致其解体的金融化压力；针对在亚马逊地区及跨境运作的领土掠夺网络，实质性地部署应对能力；停止那些战略定位服务于跨国利益而非巴西主权利益的远征行动；在巴西语境下，从结构层面承认国防应以保护领土-生态基底为正向目标。****技术主权：通过对本土研究基地的结构性支持；在更多领域（数字身份、公共卫生数据系统、教育平台基础设施）构建Pix级的主权数字公共基础设施；无论战略定位如何，均拒绝监控转向；以及更深层的问题——人工智能的发展轨迹本身是否符合巴西文明所固有的特质——EMBRAPA和Pix已证明巴西具备解决这一问题的本土能力。 传播主权**：通过结构性支持媒体经济多元化，对抗Globo级别的垄断；实质性捍卫自由职业与另类新闻业的根基；投资公共广播架构；以及开展公民教育工作，在当代信息环境所需的深度上培养全民媒体素养。

贯穿所有这些，灵魂谱系培育的完成。巴西所承载的三大活地图为这种综合培育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其中任何一项都不需要巴西引进外国内容；所有这些都受益于一个明确的框架，在此框架内，它们的融合变得可以表达。体现“积极之道”的学科——特雷罗（terreiro）的入门修习、现存血脉中的土著萨满修习、现存加尔默罗会、方济各会 以及本笃会修院中——在巴西这片土地上的根基之深，是当今其他大多数文明无法企及的。和谐主义所提供的，是一种跨图谱的词汇体系，它使巴西修行者——无论其根源是亚马逊原住民、非洲裔巴西人、民间天主教徒，还是受过教育的世俗人士——都能认识到：这三大传统所耕耘的疆域实为同一疆域；这三种传承虽是通往同一架构的不同路径， 而这种整合的修习所孕育出的觉悟修行者，其存在于巴西文明生活之中，将使这种复兴从一种愿景转变为文明事实。上师与向导 阐明了结构性的终极目标：修习形式是载体，其最高目的在于孕育立足于直接根基的修行者，而非永远拘泥于形式本身。巴西的复兴包括允许这些文化底层发挥其与生俱来的结构功能。

这一切都不要求巴西放弃其现代性。这一切都要求巴西拒绝那种认为其文化底层是惰性残余而非活跃文明根基的假设。和谐主义提供了这样的语汇， 使这种整合得以言说。





结语

巴西与和谐主义之所以相通，是因为二者正通过不同的语域阐释着同一结构。 在宇宙秩序层面，巴西称之为axé，而和谐主义称之为Logos；在人类行为层面，巴西称之为bem viver，而和谐主义称之为Dharma；xapiri和orixás，即和谐主义所称的、支撑和谐秩序运行的差异化力量；terreiro，即和谐主义所称的、用于传承修习的制度性教育容器； cordialidade与jogo de cintura，即和谐主义在具身关系层面所称的“对齐”的体觉现象学。这些术语间的互译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其根基同源。

巴西在其土地上及活跃的实践中，承载着人类历史上用于阐释现实深层结构的三种图谱。它们是“和谐主义”所阐释的“一”的三个鲜活见证。文明的成熟正等待着整合这片土地已然承载的要素。这些基质真实存在；而激活它们所需的政治-经济条件仍处于持续的博弈之中；而使这种整合得以言说的词汇体系，如今已然具备。基质的整合是实现培育的根基，而这种实现的培育将孕育出实践者——公民、父母、工匠、教师、 领袖、守护terreiros与原住民血脉者、传承cordel与modinha者——在他们身上，复兴已然成为文明事实而非空想。这正是Pindorama在其本真维度上始终指向的。



参见：和谐的架构, 和谐实在论, 和谐之轮, 灵魂的五种图景, 萨满教与和谐主义, 宗教与和谐主义, 和谐主义与传统, 山之魂, 上师与向导, 谐波教学法, 教育的未来, 精神危机, 西方的空心化, 自由主义与调和主义, 全球主义精英, 金融架构, 犯罪网络, 技术的终极目标, 人工智能的本体论, 应用和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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